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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服务任

务的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采用更加

全面的指标衡量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包括服务开放渗透率、服务业 FDI
产业渗透率、服务贸易产业渗透率和服务业 FDI 地区渗透率,并使用 1998 ~ 2007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

影响。 我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服务贸易

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均匀的,对东部地区企业、使用较多服务

中间投入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更大;而对于国

有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关 键 词摇 服务贸易自由化摇 服务任务外包摇 生产率摇 中国制造业企业

一摇 导言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服务业发

展较落后的国家对于服务市场开放有所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充分考虑服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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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间投入的性质,进而低估了服务市场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在

效益。 本文重点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研究

对中国尤为重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冶,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
中国制造产品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如何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以保持中国制

造业的优势,并优化升级制造业结构,必然是“中国制造冶未来发展的关键。 其二,中
国在加入 WTO 的谈判中,在服务领域做出了积极的开放承诺,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较之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突破。 在按 WTO 分类的 160 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承

诺开放 100 多个,开放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 2002 ~ 2007 年入世过渡期的

结束,中国已经逐步开放了很多重要的服务领域:如分销、电信、金融服务、商业服务、
计算机服务、环境、建筑以及公共社会服务等。 然而,已有文献对“中国制造冶的政策

解释大多集中于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制造业引资和开放的政策,或是制造业市场化

改革等,很少有文献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建立

理论模型,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然后采用中国 1998 ~
2007 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经验检验。

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如何影响制造业生产效率? 首先,中国服务贸易自由

化减少了国外服务供应商进入中国的壁垒,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个原则下

取消服务贸易限制,使更多先进的国际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

供多种效率更高、质量更优的服务。 其次,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其技术

和人力资本含量较高,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外包,可以为制造业企业带来示范和竞

争效应,推进制造业企业进行管理模式创新,调整结构向先进技术前沿靠近,激励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最后,制造业企业会

将自己不具竞争优势的服务任务(例如运输和分销等服务)外包出去,将生产集中到

更有效率的制造环节上,这种归核化战略能使制造业企业重新分配资源,生产率水平

因重组效应而提高(Amiti 和 Wei,2009;G觟rg 等,2008)。
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从理论上探讨服了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本文参考 Grossman 和 Rossi -Hansberg (2008) 任务贸易( task
trading)模型的构建,淤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引入服务任务,并建立一个服务任务国际

外包模型,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 服务贸易自由

化减少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降低了服务外包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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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后文将 Grossman 和 Rossi-Hansberg(2008)简称为 GRH(2008),其主要研究的是网络技术和电信技术的

改进降低了离岸外包成本,发达国家如何通过外包获得成本节约效应,进而影响本国劳动的工资水平。



将部分服务任务(services task)外包给效率更高的外国服务供应商,提高企业生产率。
其中,提高的主要途径有服务任务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

近几年,一些国际学者采用经验方法研究一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制造业企业生产

率的关系,而研究的难点是如何衡量一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如何衡量服务开

放对制造业的影响(渗透)程度。 服务贸易自由化很难像货物贸易自由化那样找到一

个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 目前大多数研究使用服务业外商直

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来衡量一国服务开放程度,例如 Arnold 等

(2008、2011a)、Fernandes 和 Paunov(2012)以及 Javorcik 和 Li(2008)。淤 然而,服务业

FDI 不是服务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唯一途径,跨境支付、过境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也是国

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提供模式。 因此,本文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测度采用更加全面的方

法,不仅包括文献常用的服务业 FDI,还使用了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BOP)统
计和外国附属机构统计(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Statistics,FATS)的服务贸易数据。 一

些最新的文献使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STRI)来
衡量一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程度(Arnold 等,2011a、b)。于 本文根据中国入世服务开

放承诺表、中国履行承诺的政策信息以及世界银行设计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模板,
计算了中国主要生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那么如何衡量服务开放对制造业

企业的影响程度? 基于以上衡量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并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

和地区服务业 FDI 的数据,借鉴 Arnold 等(2011a、b)的研究方法,本文计算中国制造

业的服务开放渗透率、服务业 FDI 产业渗透率以及服务贸易(BOP 统计和 FATS 统计)
产业渗透率和服务业 FDI 地区渗透率。

对比已有经验研究,本文首次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

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主要结论与理论预测相一致,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促

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对制造业各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服务投入比重、企业所在地等因素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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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Arnold 等(2011)发现国外服务商的出现是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捷克制造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Fer鄄
nandes 和 Paunov(2012)发现东欧国家的金融和基础设施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 Ja鄄
vorcik 和 Li(2008)检验了罗马尼亚零售业 FDI 对制造业供应商(食品产业)生产率的正向关系。 Arnold 等(2008)
利用非洲地区不同国家在信息、电力和银行等服务行业开放程度的差异,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制造业企

业生产率的正效应。
Arnold 等(2011a)使用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计算的

捷克服务贸易限制指数;Arnold 等(2011b)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模型和方法计算了印度的服务贸易限制指

数,进而发现服务开放对该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有正影响。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 本文还尝试检验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

产率的影响渠道,并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多种方法衡量中国服务开放程度、4
种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固定效应模型、Olley 和 Pakes(1996)方法、Levinsohn
和 Petrin(2003)方法和动态面板 Arrellano 和 Bond(1991)的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以及多种估计方法(一阶差分法和倍差方法)等。 研

究发现,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十分稳健。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

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第三和第四部分采用计量模型进行检验,讨论主要结

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

二摇 理论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本文参考 GRH(2008)的任务贸易模型,建立一个服务任务外包模型,讨论服务贸

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考虑一个制造业企业。 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由两种任务完成:制造任务和服

务任务,每种任务只需要一种要素投入,服务任务由高技能劳动来完成,用 H 表示;制
造任务由低技能劳动来完成,用 L 表示。 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对于两种要素投入采取

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C-D)形式:

Y = AH琢L1-琢

摇 摇 在后文分析中,我们在外生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即 A 是

给定的;或内生全要素生产率,即 A 是企业内生决定的研发投资 k 的函数 A = A(k) 两

种情况下,分别考虑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一)外生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我们对服务投入(即 H 投入)建模。 为产生 1 单位的 H 投入,企业需要完成

一系列的子任务,我们假设这一系列子任务的集合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并将所

有子任务的集合标准化为单位区间[0,1],这样,任意 i 沂 [0,1] 代表 1 个子任务。 沿

袭 GRH(2008)的设定,我们假设各子任务之间对称,且完全互补。 换言之,每个子任

务都必须且仅需要被完成 1 次。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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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数学上, H 的 生 产 函 数 之 于 各 任 务 i 沂 [0,1] 采 取 的 是 列 昂 惕 夫 ( Leontief ) 形 式: H =
min{h( i) i 沂 0,[ ]1 }



服务任务可以由本国企业完成,也可以由外国服务企业完成。 我们不讨论企业的

组织结构问题,如果服务任务由本国制造业企业完成或是外包给本国的服务企业,则
我们称之为“国内采购冶;如果服务任务是向国外企业购买,我们称之为“国际外包冶,
实际上是制造业企业进行服务进口。 国际外包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相对于本

国制造业企业和本国服务企业,外国服务企业生产率更高且质量更好,淤国内企业有

激励进行外包;第二,服务任务国际外包,或是服务进口可以采用过境交付、商业存在

和自然人流动等形式实现。 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即外国服务企业在本国

建立商业存在为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本文所界定的服务任务的国际外包不

仅包括狭义上的通过网络和通讯手段实现软件和商业流程离岸外包,还包括通过“商
业存在冶实现本国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本国分支机构间的在岸服务外包。
采用不同方式实现的国际外包因服务任务的差异存在成本差异,服务外包的难易程度

也有所不同。 如数据分析、会计等标准化的服务任务,由于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和通讯

等手段来交流,故而外包较为有效率;一些需要与人密切接触,或更为灵活应对的任务

(如维修、咨询服务等),外包的效率损失可能更大。
为了刻画服务外包的特点,我们首先假设:如果服务任务在国内采购,则 1 单位高

技能劳动仅可以生产 1 单位子任务 i ;如果进行国际外包,1 单位高技能劳动力可以生

产 姿 > 1 单位的子任务 i 。 然而,国际外包会遭遇一个外包成本,沿袭 GRH(2008)的
设定,假设服务任务 i 的外包成本为 茁t( i) 。 函数 t( i) 刻画了不同任务 i 外包难易程

度的差异,我们假设 t( i) 连续可微,且将服务任务外包按照从难到易的顺序排列( i越
大表示越容易外包),从而 t( i) 是 i 的减函数,即 t忆( i) < 0。 由于服务贸易壁垒(限
制)存在,所有子任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外包成本,我们将这部分外包成本用 茁 > 1 表

示。
根据这些假设,企业考虑任意的任务 i 沂 [0,1] 是在国内采购还是进行国际外

包。 为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两国高技能工人工资相等并标准化为 1。于 于是,如果任

务 i 在国内采购,则需要雇佣 1 单位劳动,由于我们假定了国内高技能劳动工资为 1,
服务任务 i 的单位成本为 1。 如果进行国际外包,则需要雇佣 茁t( i) / 姿 单位劳动,故单

位成本为 茁t( i) / 姿 。 企业权衡这两种单位成本的大小,如果 (茁t( i) / 姿) > 1,说明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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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很多研究显示国家间生产技术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在制造业(Dollar,1993;Trefler,1993; Davis 和

Weinstein,2001),还是在服务业(Inklaar 和 Timmer,2007)。 而企业特定要素是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Markus鄄
en(2005、2009)将企业特定要素定义为知识服务型资产,并且这种资产和服务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并以此解

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存在差异的原因。
若假设高技能劳动工资不同,则下面的分析只相差一个固定常数。



务任务在国内完成较为便宜;相反,若 (茁t( i) / 姿) < 1 则该任务将国际外包。
为使分析有意义,我们假设 (茁t(0) / 姿) > 1 且 (茁t(1) / 姿) < 1 始终成立。淤 由于

(茁t( i) / 姿) 是 i 的单调递减函数,则必然存在唯一的 O1 沂 [0,1] 使得:
茁t(O1) / 姿 = 1

摇 摇 于是,任意 i 沂 [0,O1] 在国内采购,而任意 i 沂 [O1,1] 被国际外包。
因为 H 投入的各子任务恰需被完成 1 次,我们可以计算出最优采购决策下,H 投

入的单位成本为:

赘 = 乙O1

0
1di + 乙1

O1

茁t( i)
姿 di = O1 + 茁

姿 乙
1

O1

t( i)di

摇 摇 由于 茁 / 姿 = 1 / t(O1) ,代入上面的式子得到:

赘 = O1 + 乙1
O1

t( i)
t(O1)

di

摇 摇 由于 t( i)是减函数,所以对于上式第 2 项积分中的任何 i,都有 t( i)<t(O1),故:

赘 = O1 + 乙1
O1

t( i)
t(O1)

di < O1 + 乙1
O1

1di = O1 + (1 - O1) = 1

摇 摇 相比而言,如果不能够国际外包,而只能够国内采购,则 H 投入的单位成本为 1。
可见,服务国际外包使得 H 投入的单位成本降低。

进而,我们考虑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我们的设定中, 茁 刻画了

服务贸易的限制程度,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 茁 将下降。 近些年,中国

不断采取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如开放管理咨询行业,减少市场准入壁垒,简化审批手

续,取消最低资本要求、选址要求,取消控股比例限制,减少经营限制,取消资本和利润

汇回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人员流动壁垒等。 国际知名管理咨询跨国公司可

以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入中国,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管理咨询服务,外国的

咨询专家也可以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等。 如果没有服务

市场的开放,这些具有较强非贸易品特征(如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同地性、较强异质

性和经验特征)的生产性服务行业贸易将难以实现,高筑的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更会增

加国外服务生产者的市场进入和运营成本,进而增加服务任务外包成本。
将 赘 关于 茁 求导,注意到 O1 是 茁 的函数,我们有:

d赘
d茁 =

dO1

d茁 + 1
姿 乙

1

O1

t( i)di - 茁
姿 t O( )

1

dO1

d茁 = 1
姿 乙

1

O1

t( i)di + [1 - 茁
姿 t O( )

1 ]
dO1

d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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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说明任务 0(即外包成本最高的任务)永远在国内采购,而任务 1(外包成本最低的任务)永远国际外

包。



摇 摇 根据 O1 定义式,我们有 1 - 茁
姿 t O( )

1 = 0(这显然是一个包络引理的结果),从而:

d赘
d茁 = 1

姿 乙
1

O1

t( i)di > 0

摇 摇 这个结果意味着,即使在 TFP 外生情况下,服务贸易自由化也会使服务任务的单

位成本下降。 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本国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任务外包给效率更

高、质量更优、产品更加多样的国外服务企业,直接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那么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有何种影响? 根据生产函数 Y =

AH琢L1-琢 ,我们可以得到制造业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是:
鄣Y
鄣L = (1 - 琢)A H( )L

琢

摇 摇 而 C-D 生产函数下的成本最小化意味着:

H
L =

琢wL

1 -( )琢 赘

摇 摇 其中, wL 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率。 从以上两式我们可以看出,当 茁 下降后, 赘 下

降,从而导致 H
L 的上升。 由于两种劳动的互补性,导致了制造投入边际生产率 鄣Y

鄣L 的

上升。 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促使制造业企业重新分配资源,集中进行更有效率的生

产,生产率因重组效应而提高。
(二)内生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下面我们来考虑内生 TFP 的情况。 假设企业有一定的垄断租金,否则企业便毫

无研发动力(Tirole,1988;Acemoglu,2008)。 为此,我们假定企业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

需求曲线:淤 q = B·p - 1
1-自

摇 摇 这里我们考虑一个内生 TFP 的拓展 C-D 生产函数,以考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

TFP 的影响。 设生产函数为:
q = A(k)H琢L1-琢

摇 摇 其中, k 为企业用以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研发投入。 而 A(k) > 0 为内生的全要

素生产率。 假定:
A忆(k) > 0, A义(k)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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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需求函数采取与 Acemoglu 等(2007)中相同形式。 v 决定了需求弹性,B 是需求强度参数。 该假设蕴含

的市场结构可以是一个垄断产业,或一个其中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外包的垄断竞争产业(故需求参数 B 受到外包

企业的影响极小,可近似视作外生给定)。 为不失一般性,假定 B=1。



摇 摇 这意味着随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大,虽然其边际效果递减,但 TFP 会不断上升。 单

位成本函数为:

c = 酌
赘琢wL

1-琢

A(k)

摇 摇 其中, 酌 为常数。 企业首先选取最优的 k ,进而在给定的 k 下选取最优的产量来

最大化利润。 下面我们反向来解这个问题。 首先,对于给定的 k ,企业最大化利润为:

maxq逸0(p - c)q
摇 摇 其中, p 由需求曲线给出。 我们可以通过一阶条件得到最优产量:

q = [ 自A(k)
酌·赘琢w1-琢

L
]

1
1-自

摇 摇 以及相应的利润: 装 = 祝·[ A(k)
赘琢w1-琢

L
]

自
1-自

摇 摇 其中, 祝 为一常数。 进而我们退回到第一步决策,选择最优研发投入以提高 TFP:

maxk逸0(装 - k) = 祝·[ A(k)
赘琢wL

1-琢]
自

1-自
- k

摇 摇 为满足这个问题的二阶条件,必须有 自 < 0. 5。 由一阶条件我们容易得到:

祝 自
1 - 自

A忆(k*)
A (k*)

1-2自
1-自

= 赘琢w1-琢( )
L

自
1-( )自

摇 摇 注意到 k* 是 赘 的函数,我们对上式两边同时对 赘 求导,得:

A义(k*)A(k*) - 1 - 2自
1 - 自 (A忆(k*)) 2

A (k*)
2-3自
1-自

· 鄣k*

鄣( )赘
= 琢

祝 赘
琢自+自-1
1-自 w

自(1-琢)
1-自 > 0

摇 摇 于是我们有(下式中 sign 表示符号函数):

sign 鄣k*

鄣( )赘
= sign A义(k*)A(k*) - 1 - 2自

1 - 自 (A忆(k*)){ }2

摇 摇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 A义(k*) < 0,故上式右边的符号为负,故而有:

鄣k*

鄣赘 < 0

摇 摇 这就是说,当 H 任务的单位成本下降时,企业的研发投入会上升。 现在我们可以

求解:服务贸易自由化,即 茁 的下降如何影响内生 TFP?

d ( )TFP
d茁 = dA(k*)

d茁 = A忆(k*)·鄣k*

鄣赘 ·d赘
d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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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显然, 鄣k*

鄣赘 < 0。 我们已经知道 A忆(k*) > 0。 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证明了 d赘
d茁 >

0,从而我们有:
d ( )TFP

d茁 < 0

摇 摇 可见,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技术促进效应,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理论模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本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

率,且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实现:其一,服务任务外包效应,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

进了本国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任务外包给效率更高、质量更优、产品更加多样的国外服

务企业,直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与实物中间品贸易相比,服务任务外包

(例如后台管理、会计、管理咨询、市场营销和计算机服务)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加

显著(Amiti 和 Wei,2009;G觟rg 等,2007)。 其二,重组效应,即制造业企业重新分配资

源,外包效率低的服务任务,集中生产更加有效率的制造环节,生产率因重组效应而提

高。 其三,技术促进效应,即服务外包推进制造业企业进行管理模式创新,调整结构向

先进技术前沿靠近,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

产效率。

三摇 变量说明与计量模型

(一)主要变量说明

1.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测度。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比较全面地衡量了中国服务贸

易自由化的程度。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服务贸易政策数据计算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计算方法是针对不同服务部门的特征,按照服务贸易的 4 种提供

模式,拟定每个服务部门壁垒的测度模板,分别列明构成该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

类别,每个类别根据其限制的程度分别打分,并根据权重计算得到最终的服务贸易限

制指数。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越小,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本文根据中国入世

服务承诺表以及中国服务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分别计算了中国银行、保险、分销和

电信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淤 中国入世以来服务贸易壁垒不断降低,服务贸易自

由化取得很大进展。 第二种方法是基于服务贸易和服务业 FDI 的数据直接衡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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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STRI 的计算模板主要参考了 Fan(2009)、Dihel 和 Shepherd(2005)以及 Kalirajan(2000)的研究。 限于篇

幅,中国 STRI 的详细模板、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在文中省略,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服务业开放程度。 其中服务贸易数据的统计主要包括 BOP 统计和 FATS 统计。 基于

BOP 的服务贸易统计被列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项下的服务贸易,指一国居

民与非居民之间服务的输出和输入,主要包含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GATS)的服务贸易定义中模式一“过境支付冶和模式二“境外消

费冶两项,未充分统计模式三“商业存在冶和模式四“自然人流动冶方式提供的服务贸

易。 而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MSITS 2001)的建议,FATS 统计作为 BOP 统计的有益补充,将居民与非居

民之间的传统服务贸易扩展到通过在一国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反映了外国附

属机构在东道国发生的全部商品和服务交易情况。 服务业 FDI 数据采用中国省际服

务业的实际和合同 FDI 数据。
如何衡量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联系是本研究的关键,具体而言就是服务开放对

每个制造业企业的影响程度。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统计企业国际服务中间投入

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 24 个制造行业对主要服务行

业的依赖程度,即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渗透率(a)。 我们借鉴 Arnold 等(2011)、Amiti
和 Wei(2009)以及 Feenstra(1997)的方法,采用以下公式计算中国每个制造行业的服

务开放渗透率:

service_penetration jt = 移
k
a jkt·liberalizationkt

摇 摇 其中,服务投入比例 a jkt 根据 1997、2002、2005 和 2007 年中国 42 个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计算得到。 j 代表 24 个制造业,k 是 5 个服务部门,t 代表年份。 其中,5 个主要生

产服务部门分别是运输、电信和计算机产业、分销(批发和零售)、金融服务业、建筑和

其他商业服务。 liberalizationkt 包括上文提到的主要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服务

贸易限制指数、淤服务业 FDI 数额(单位亿元)、BOP 统计的服务进口数额(单位亿美

元)和 FATS 统计的服务贸易数额(单位亿元)。 据此方法我们为每个制造业分别计算

出 4 个服务自由化渗透率程度:服务开放渗透率、服务业 FDI 产业渗透率、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服务 FATS 渗透率。 此外,我们还采用中国省际服务业实际和合同 FDI
的数额(单位亿元)来计算剩下的两个渗透率:服务业实际 FDI 区域渗透率和合同 FDI
区域渗透率。 服务业 FDI 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 ~ 2008 年),服务贸易

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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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因为本文只计算了银行、电信和分销 3 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因此我们只考虑制造业对这 3 个行

业的依赖程度,并且用 1-STRI 来衡量服务贸易开放指数。



2. 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生产

率效应进行经验研究。 数据样本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 ~ 2007 年),源于国

家统计局对工业企业的年度调查,其中包括 200 多万家企业,100 多个在会计报表中

记录的财务数据指标。 企业主要包括两大类:(1)所有国有企业(SOEs);(2)年销售

额超过 500 万元的非国有企业。 根据新会计准则,并借鉴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对
数据的处理方法,我们剔除了以下观测值:(1)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2)总资产小于

固定资产;(3)企业的代码缺失或重复;(4)成立时间无效。 本文只考虑从 1998 ~ 2007
年有连续经营数据的企业,剔除缺失变量后,得到一个包含 287 694 个企业的平衡面

板数据。 其中,213 382个企业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淤45 480 个外商投资企业,124 874
个出口企业。

生产函数采用 C-D 函数形式:
Yit = AitL琢

itK酌
itI浊it

其中,Y 是总产出,K 代表资本投入,L 代表劳动投入,I 代表总的中间投入,函数 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i 代表制造业企业。 为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上式取对数:

lnYit = 茁0 + 琢lnLit + 酌lnK it + 浊lnIit + 着it

摇 摇 摇 表 1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1)FE (2)OP (3)LP (4)GMM-ts
变量 lnY lnY lnY lnY
lnK 0. 059*** 0. 062*** 0. 02*** 0. 022***

(0. 001) (0. 002) (0. 003) (0. 002)
lnL 0. 083*** 0. 056*** 0. 048***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3)
lnI 0. 755*** 0. 864*** 0. 95*** 0. 688***

(0. 001) (0. 002) (0. 005) (0. 008)
观测值 286 902 1148 137 299 089 225 063

摇 摇 说明:***、**和*分别代表在显著水平 1% 、5% 和

10%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标准差,后表同。 未报告

的系数包括企业年龄和时间变量。 lnY 代表总产值的

对数值,lnK 是固定资产的对数值,lnL 平均就业人数

的对数值,lnI 是总中间投入的对数值。

本文采用残差法计算全要

素生产率,这个残差事实上是总

产出的真实数据和预测拟合值

lnY
^

it 之差。 预测拟合值通常采

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然而

中间投入和要素投入都是内生

的,与一个企业的生产率等因素

相关,因此 OLS 估计结果是有

偏的。 本文采用 4 种方法来解

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第 1 种方

法是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 fixed -
effects),其假设是误差项中与

中间投入有关的部分不随时间

变化。 第 2 种方法是由 Olle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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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东部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海南、福建和广东。



Pakes(1996)提出的 O-P 方法,这是一种半参数方法,主要解决同时性和选择性问题。
同时性问题的产生源于企业察觉到而计量经济学家未观察到的影响中间投入决策的

生产率冲击和变化。 选择性问题来自于生产率冲击与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相关。
O-P 方法使用投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衡量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以解决同时性问

题,而使用存活可能性变量来解决选择性问题。淤 第 3 种是由 Levinsohn 和 Petrin
(2003)与 Petrin 等(2004)提出的 L-P 方法,主要是使用中间投入作为工具变量来解

决同时性问题。 第 4 种方法是使用 Arrellano 和 Bond(1991)的 GMM 统计量计算,其
使用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滞后变量作为不可观测 TFP 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

Arrellano-Bond GMM 估计量(简称 GMM-ts)来控制外包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于

基于表 1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利用残差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表 2
的统计描述,初步可见服务开放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服务开放依赖程度高的企业生

产率水平更高。

表 2 数据统计描述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全样本

服务贸易开放测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服务开放渗透率 0. 0161 (0. 016) 0. 0157 (0. 016) 0. 0159 (0. 016)
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 59. 89 (54. 96) 56. 82 (56. 11) 58. 21 (55. 61)
服务 FATS 渗透率 12. 30 (9. 91) 11. 36 (9. 96) 11. 81 (9. 95)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实际) 11. 60 (1. 23) 11. 33 (1. 35) 11. 44 (1. 30)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合同) 12. 25 (1. 33) 11. 95 (1. 46) 12. 07 (1. 41)
服务 FDI 产业渗透率 10. 39 (0. 99) 10. 33 (1. 06) 10. 35 (1. 03)

摇 摇 说明:作者计算整理而得。 GMM-ts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均值定义为高生产率企业,

否则定义为低生产率企业。

(二)计量模型

我们使用以下方程来讨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TFP it = 酌0 + 酌1 service_lib j,t -1 + 祝X i,t -1 + drt + dst + 自i + 着it (1)

摇 摇 TFP 分别采用前文提到的 4 种方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数之比)计算, service_lib j 是前文计算的 6 种服务开放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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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步骤的详细介绍参考 Olley 和 Pakes(1996)与 Yasar 等(2008)的研究。
高生产率企业会选择外包更多的服务项目,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率。



率。 X 是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企业特定变量,淤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虚拟变量(外商

投资企业 dFIEs-f、港澳台投资企业 dFIEs-hmt)、企业规模(总资产的对数值 lnasset),
企业平均工资(lnwage)、金融约束条件(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 dsub),企业的出口情

况(出口企业虚拟变量 dexp)以及行业关税水平( tariff)。于 将服务贸易开放变量滞后

1 期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为控制中国地区和产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加入

了地区-时间和产业-时间虚拟变量( drt , dst )。 固定效应 自i 为考虑到不可观测且不随

时间变化的一些企业特征,例如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等。盂

四摇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一)主要经验研究结果

根据(1)式,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

影响。 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产业层面或是地区层面的数据,而 TFP 是企业层面的

数据,这种数据结构会低估统计误差,因此我们使用产业或地区的聚集标准差(cluste鄄
ring standard errors)加以纠正。 主要回归结果见表 3。榆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

业生产率的影响是正显著的,这一结论对 6 种方法衡量的中国服务开放指标均稳健,
并与 Fernandes 和 Paunov(2012)、Arnold 等(2011a)以及 Javorcik 和 Li(2008)的主要

结论一致。 由于每种衡量中国服务开放指标的方法不同,因此服务开放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 企业规模、外资、工资水平与 TFP 正相关,而出口和进口关税

水平与 TFP 总体上负相关,政府补贴与 TFP 相关性不稳定。
一些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银行、保险、分销、电信和商

业服务的开放会提高一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例如,金融业自由化改革会削弱国有银

行的垄断,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制造

业企业;电信行业的开放和电信技术的发展会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和信息不确定性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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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参考余淼杰(2010)的研究,并增加了企业总资产水平以控制企业规模,企业的平均

工资水平控制人力资本状况以及企业融资约束条件和出口状况(Harris 和 Trainor,2005;张杰等,2008;何光辉和

杨咸月,2012)。
我们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的关税数据为基础,采用盛斌(2002)的方法,将产品层面的关税加总为行业层

面的关税。
限于篇幅,文中省略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只汇报了两阶段 GMM 方法衡量的 TFP 估计结果,其他 3 种方法衡量 TFP 和劳动生

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上都显著为正。 读者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表 3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TFP-两阶段 GMM 方法)

(1) (2) (3) (4) (5) (6)
变量 tfptmmts tfptmmts tfptmmts tfptmmts tfptmmts tfptmmts

服务开放渗透率 1. 139***

(0. 181)
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 0. 006*

(0. 004)
服务 FATS 渗透率 0. 072***

(0. 006)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实际) 0. 05*

(0. 026)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合同) 0. 032***

(0. 011)
服务 FDI 产业渗透率 0. 201*

(0. 02)
lnasset( t-1) 0. 009*** 0. 01*** 0. 006* 0. 003 0. 003 0. 011***

(0. 003) (0. 003) (0. 003) (0. 007) (0. 006) (0. 003)
dsub 0. 021*** 0. 021*** 0. 004 0. 005 0. 007* 0. 021***

(0. 003) (0. 003) (0. 003) (0. 004) (0. 003) (0. 003)
dFIEs-f 0. 019*** 0. 019*** 0. 032*** 0. 027 0. 027** 0. 019***

(0. 005) (0. 005) (0. 007) (0. 016) (0. 013) (0. 005)
dFIEs-hmt 0. 024*** 0. 024*** 0. 033*** 0. 033* 0. 039** 0. 024***

(0. 005) (0. 005) (0. 007) (0. 019) (0. 015) (0. 005)
dexp 0. 01 0. 001 -0. 023*** -0. 02* -0. 023* 0. 009

(0. 009) (0. 009) (0. 009) (0. 011) (0. 012) (0. 01)
lnwage( t-1) 0. 049*** 0. 05*** 0. 037*** 0. 051*** 0. 0434*** 0. 0498***

(0. 007) (0. 007) (0. 005) (0. 011) (0. 009) (0. 006)
tariff -0. 011*** -0. 011*** 0. 0005 -0. 011*** -0. 001*** -0. 012***

(0. 001) (0. 001) (0. 001) (0. 003) (0. 002) (0. 001)
观察值 210 573 209 844 132 779 117 508 129 378 209 994
拟合优度 0. 060 0. 059 0. 055 0. 049 0. 047 0. 059
企业数 27 302 27 301 27 258 25 552 26 095 27 301

摇 摇 说明: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所有权、融资情况、关税、地区-年度虚拟变量和产业-年

度虚拟变量。

的风险,为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提供全新平台,如电子商务等;分销领域的开放对

制造业效率的提高更为明显,其可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便捷优惠的交通运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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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渠道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方式;商业服务的开放则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新的知识、技
术和先进管理方法。 因此,服务开放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有机会获得国际高效先进的服

务中间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差异性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然而对于中国东西部企业、所处

不同行业的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影响是否一致? 我们设定了 6 个 0-1 虚

拟变量,分别是东部企业(deast)、淤高服务使用率企业(dindsi)、于外商投资企业(dFIEs
-f)、盂港澳台投资企业(dFIEs-hmt)、出口企业(dexp)以及国有企业(dsoe)。 分别将 6
个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与这 6 个虚拟变量交叉相乘,回归方程见式(2), 并关注交叉

项的系数 酌 。
TFP it = 酌0 + 酌dummy·service_lib j,t -1 + 祝X i,t -1 + drt + dst + 自i + 着it (2)

主要经验检验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不均匀,对于位于东部的企业、使用较多服务中间投入的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和出口企业,服务开放的生产率效应更强。 金融、保险、电信、分销和商业服务等

行业都具有分地域开放的特征,东部地区服务开放水平更高,使用较多服务中间投入

的企业对服务开放敏感度也更高,这些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能力也

较强,因此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更多的外包效应、技术促进效应和重组效应,
对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在全球生产和服务链条上,
相对于本国企业,更熟悉国际市场环境,因此国际服务外包的成本更低,更容易从服务

开放中获利(G觟rg 等,2008;Sj觟holm,2003)。 而对于国有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服务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特别是国有企业,从服务贸易

自由化改革中分享到的收益十分有限,甚至是负的。 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国

有制造业企业在服务外包政策上较为保守,很多生产服务仍在企业一体化经营范围

内,因此中国服务开放对国有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而港澳台企业

投资大陆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内地低廉的劳动成本,因此服务开放的服务外包效应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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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海南、福建和广东。
根据不同制造业企业的服务使用程度和 2005 年中国 42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将制造业企业分成高服

务使用率的行业和低服务使用率的行业。 服务使用率(服务中间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高于 15% 的制造产业被划

入高服务使用率的行业。 高服务使用率的制造行业包括:食品加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

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生产供应业。
外商投资企业是指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术促进效应都不显著。

表 4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基于两阶段 GMM 方法计算的 TFP)

(1) (2) (3) (4) (5) (6)
变量 deast dindsi dFIEs-f dFIEs-hmt dexp dsoe

服务开放渗透率 1. 102*** 1. 137*** 0. 743*** -0. 055 0. 543** -0. 098

(0. 18) (0. 197) (0. 204) (0. 145) (0. 218) (0. 171)

服务 FDI 产业渗透率 0. 056 0. 092* -0. 086** 0. 072 -0. 011***

(0. 144) (0. 047) (0. 041) (0. 053) (0. 003)

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 0. 010*** 0. 011*** 0. 001 0. 002 -0. 006***

(0. 003) (0. 004) (0. 003) (0. 004) (0. 002)

服务 FATS 渗透率 0. 064*** 0. 039*** 0. 018*** 0. 03*** 0. 015

(0. 004) (0. 004) (0. 004) (0. 005) (0. 008)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实际) 0. 004*** 0. 025*** 0. 018*** 0. 027*** -0. 001*

(0. 001) (0. 004) (0. 005) (0. 004) (0. 001)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合同) 0. 004*** 0. 023*** 0. 015*** 0. 016*** -0. 001

(0. 001) (0. 003) (0. 002) (0. 003) (0. 001)

摇 摇 说明:系数 酌 是行虚拟变量和列服务自由化指标的交叉项系数。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规模、所有权、融资情况、出口、工资、关税、地区-年度虚拟变量和产业-年度虚拟变量。

(三)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渠道

根据理论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促
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本文根据(3)式尝试对这些影响渠道进行检验,主
要关注服务贸易开放和主要渠道交叉项的系数 茁1。

TFP it = 茁0 + 茁1channel·service_lib j,t -1 + 祝X i,t -1 + drt + dst + 自i + 着it (3)
摇 摇 外包和重组渠道主要通过服务中间投入(包括管理中间投入、营业中间投入和其

他服务中间投入),技术促进效应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影响企业的生产率。 为克

服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渠道变量和服务自由化指标都滞后 1 年。 从表 5 的回归结果可

见,交叉项的系数大多正显著,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服务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

术促进效应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这些渠道对于东部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服务

使用率高的企业和出口企业更加畅通,因此服务开放的生产率效应更加明显。

·66·摇期11第年3102摇*济经界世

摇 摇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摇 摇 表 5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回归结果

(1) (2) (3) (4) (5)
变量 总服务中间投入 管理中间投入 营业中间投入其他服务中间投入 科研能力

服务开放渗透率 0. 152*** 0. 175*** 0. 198*** 0. 151*** 0. 171*

(0. 026) (0. 027) (0. 03) (0. 025) (0. 091)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实际)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04) (0. 0003) (0. 0003) (0. 0003) (0. 001)
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合同) 0. 002*** 0. 001*** 0. 0011*** 0. 001*** 0. 001*

(0. 0004) (0. 0004) (0. 0003) (0. 0003) (0. 0007)
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 0. 0009** 0. 001** 0. 0012*** 0. 001*** 0. 002*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4) (0. 0008)
服务 FATS 渗透率 0. 008*** 0. 009*** 0. 0087*** 0. 0083*** 0. 007***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摇 摇 说明:系数 茁 是行渠道变量和列服务自由化指标的交叉项系数。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规模、所有权、融资情况、出口、工资、关税、地区-年度虚拟变量和产业-年度虚拟变量。

表 6 固定效应模型一阶差分回归结果(TFP 两阶段 GMM 方法)

(1) (2) (3) (4) (5) (6)
变量 吟tfptmmts 吟tfptmmts 吟tfptmmts 吟tfptmmts 吟tfptmmts 吟tfptmmts

吟服务开放渗透率 0. 277**

(0. 134)
吟服务 FDI 产业渗透率 0. 002

(0. 002)
吟服务 BOP 进口渗透率 0. 009***

(0. 002)
吟服务 FATS 渗透率 0. 011*

(0. 006)
吟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实际) 0. 014*

(0. 017)
吟服务 FDI 区域渗透率(合同) 0. 002

(0. 005)
观察值 183 695 96 242 183 695 182 298 105 448 84 625
企业数 27 286 26 004 27 286 27 283 27 142 25 111

摇 摇 说明:模型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所有权、融资情况、关税、地区–年度虚拟变量和产业–年

度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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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1. 一阶差分方法。 由于生产和要素投入的数量值(physical volume)很难得到,对
TFP 的估计一般采用生产、材料投入和资本存量的货币值(value)作为替代。 Katayama
等(2009)建议采用差分形式解决这一数据问题。 本文对(1)式的一阶差分形式回归

结果见表 6,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基本显著为正。
2. 倍差法。 在中国加入WTO 的议定书中,中国政府承诺全方位、有步骤地开放服

务市场。 在列入服务贸易开放减让表的 33 项内容中,包括一般商品批发、零售、进出

口贸易和物流配送在内的商业分销服务,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以及教育服

务等领域的开放度较大;电信,售后服务,视听服务中的电影院建设和经营首次列为开

放领域;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行业也进一步放宽了限制。 在一些服务行业具有分地

表 7 倍差法的回归结果

产业虚拟变量的结果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tfpfe lntfpop Lntfplp lntfpgmmts

dindsi -0. 001 -0. 059*** 0. 012*** 0. 012***

(0. 003) (0. 005) (0. 002) (0. 003)
dwto 0. 024*** 0. 023*** 0. 024*** 0. 022***

(0. 007) (0. 001) (0. 001) (0. 001)
dwto ×dindsi 0. 011*** 0. 011*** 0. 013*** 0. 013***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观测值 164 966 164 826 164 996 164 995

拟合优度 0. 377 0. 133 0. 612 0. 587
地区虚拟变量的结果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tfpfe lntfpop lntfplp lntfpgmmts

deast -0. 008*** -0. 029*** -0. 005*** -0. 013***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dwto 0. 027*** 0. 026*** 0. 025*** 0. 022***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dwto ×deast 0. 004*** 0. 004** 0. 006*** 0. 007***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观测值 164 966 164 826 164 996 164 995

拟合优度 0. 04 0. 09 0. 168 0. 09

摇 摇 说明:模型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所有权、融资情况、关税、地区-年度虚拟变量和产业-年度

虚拟变量。 deast 为东部虚拟变量、dindsi 为产业虚拟变量、dwto 为入世年份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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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放的特征,例如金融、保险、电信、分销及商业服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

区都列入了开放名单。 根据中国入世服务开放的特征,我们尝试使用倍差(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淤研究入世及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年度虚拟变量以

加入 WTO 的年份为界,在其之后的年份(2002 年以后)设为 1,入世之前的年份为 0。
东部虚拟变量和产业虚拟变量能够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并
将企业分为对待组别(treatment group,东部虚拟变量为 1 的东部企业或产业虚拟变量

为 1 的服务使用率高的企业)和控制组别(control group,东部虚拟变量为 0 的西部企

业或产业虚拟变量为 0 的服务使用率低的企业)。 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反映对待组

别和控制组别的共同时间趋势,东部(产业)虚拟变量的系数反映对待组别相对于控

制组别的平均差异,而年度虚拟变量和东部(产业)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反映了入世对

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真实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7,从表 7 中可见,交叉项系数对于 4
种 TFP 估计方法都显著为正。 然而,以入世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代

理变量,无法排除其他政策因素影响,会夸大服务开放的生产率效应。

五摇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国在加入 WTO 时对服务领域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开放承诺,伴随着入世过渡期

的结束,中国逐步履行承诺,开放了很多重要的服务行业。 然而,已有文献更多侧重货

物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服务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

作用,未能充分关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本文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

产率的影响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的制

造业企业将服务任务外包给更有优势的服务提供商,通过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

促进效应,提高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
我们采用更加全面的指标衡量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使用 1998 ~ 2007 年中

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主要结

论是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中国服务

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东部企业、使用较多服务中间投入的

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服务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大;而对于

国有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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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Card 和 Krueger(2000)对该方法做了详细阐述,并提供一个典型例子。



本文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当然,
本研究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其一,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分解,继续深入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和影响因素;其二,
可以展开对外包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成本等因素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讨论;其三,
在计量数据方面,可以更准确地从企业层面衡量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外包和服务开放的依

赖程度;而在方法上,则可以采用处理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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